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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 本文原載《思與言》38-1（2000 年 3月）：pp. 147-184。 

  

摘 要 

  

全球化以及地方與全球的直接聯繫可能，造成民族國家的疆界毀壞。各種跨國社

會空間、地方（社區）的再興起，削弱了民族國家的力量，也使認同複雜化。然

而民族國家功能的衰退，並不等於民族主義的終結；認同的複雜化，也未曾使民

族屬性不再能作為認同的符碼。跨國社會空間固然瓦解了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

聯繫，但除了「功能性的跨國社會」及「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全球化時代中

的「跨國民族社會」也正方興未艾，顯示出民族主義強大的跨國凝聚力量。當以

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的「世界體系」架構逐漸失去適用性時，某些跨國企業也已

獲得了真實的跨國性，但主觀上，這些企業仍無法脫離民族國家的符碼。全球化

也帶來了關於普世價值觀（「普世人權」）的爭論，北約為解決科索夫問題而攻

擊南斯拉夫，即以「人權高於主權」為藉口。然而經過深入的分析，我們便能瞭

解，北約攻擊行動的背後主要是美國的帝國主義企圖和歐洲的文明衝突；「普世

人權」依然是一個難以在理性對話中建立起來的概念。 

  

關鍵字：全球化、全球地方化、跨國社會空間、民族主義、跨國企業、普世人權 

  

  
Glocalizati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he local-global connection cause the declining of borders of 

nation-states. The rise of different kinds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weakens the power of nation-states and makes the identity formation 

more complex. But the declining of functions of nation-states does not mea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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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nationalism. National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factor by the identity formation. 

Though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release the solid connection between an ethnic 

group and a state’s territory, the rising of transnational ethnic societies indicates that 

ethnic identity or nationalism can also be evolved transnationally. Som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gotten a real “transnationality”. But subjectively such a transnational 

company is still regarded as a company, which belongs to a nation. Globalization 

causes also debates about the so-called “universal value”. The NATO for example 

wanted to legitimate their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with the belie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But our analysis will indicate, the real reasons of NATO’s attack against 

Yugoslavia include the American imperialism and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It is still very difficult to build a consensus about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Keywords: globalization, glocalization,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universal human rights 

  

  

全球地方化、民族認同與文明衝突 

  
* 作者感謝審查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指正建議。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後

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線與歐洲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NSC 89-2412-H-009-001-）的部份研

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間別千年：臨界空間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主辦，1999.12.11-12），原題為：「全球地方化、跨國社會空間與民族國家：普世主義、地方主

義與民族主義之兼容與矛盾」。今文有所修改。 

  

  
孫治本** 

**國立交通大學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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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絕不只是經濟全球化或全球單一市場的形成。全球化是多個面向、

多種價值觀、多種認同彼此兼容／衝突的複雜圖像。本文的中心論點是：全球化

的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地方（社區）的再興起，不

僅削弱了民族國家的力量，也使認同複雜化。但這些現象並不能宣告民族主義的

終結。換言之，筆者並不認同那種樂觀地認為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可能）會一

起成為過時了的想法（如 Ulrich Beck 1999），但亦不同意傳統的國家與國際

架構能一成不變地維持下去。筆者提出的命題是：全球地方化削弱了民族國家的

功能[1]；然而全球地方化並未終結民族意識或民族主義，雖然，後者在前者的衝

擊下，其形式日顯複雜。 

因此，本文先於第二節及第三節論證「民族國家如何在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夾

擊下式微」後，將從三個層面，描述全球化的力量並未終結民族認同及特殊價值

觀，而只是使後者獲得了更為撲朔迷離的表現方式。首先在四－（一），由對削

弱國家功能的主要力量之一－各種跨國社會空間的分析，我們會瞭解，跨國社會

空間瓦解了民族與國家疆域的固定聯繫。然而有一種跨國社會是立基於民族認同

而形成的，此即跨國民族社會，這證明全球化不僅未終結民族意識，反而使民族

意識得以跨國地發展。在四－（二），筆者將論證，客觀上已獲得真實跨國性的

跨國企業，仍無法脫離民族國家的符碼。四－（三）則想探討全球化是否使超越

民族、宗教與文化的「普世價值觀」的形成成為可能。對普世價值觀（自以為是）

的信仰，及傳統主權國家概念的沒落，使北約在對南斯拉夫的攻擊行動中，以「人

權高於主權」作理由（藉口）。然而經過本文的分析，我們會明瞭：「普世人權」

仍是一個困難的概念；一如從前，某種被宣稱為普世有效的價值觀，可能只是帝

國主義或文明衝突的外衣。 

  

二、全球化的核心問題－民族國家的式微 

  

  何謂全球化？借用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lrich Beck）的說法，全球化是「距

離的消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理解的生活形式」（Beck 199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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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的說法實與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全球化的定義相呼應。吉登斯認

為全球化指涉的是空間與時間（概念）的轉變[2]，是一種「對遠方的效應」

（Fernwirkung），而全球通訊與大眾交通系統強化了這種「對遠方的效應」

（Giddens 1999: 23）。不論是「距離的消失」或「對遠方的效應」，都意味著

「疆界毀壞」；民族國家、文化的界線，越來越無法限制人員、資訊、資金的流

動。關於「疆界毀壞」，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強調的是全球市場的形成[3]，

但「距離的消失」、「疆界毀壞」實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多個層面。 

  全球化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呢？[4]當然，這是一個很難界定起點的過程，但

如從「疆界毀壞」的含義看，全球化應屬於一個晚近的現象。尤其當世界仍分成

東、西兩大陣營時，是無法說世界是一個全球化世界的。「疆界毀壞」涉及的一

個核心問題是民族國家的式微，或者說民族國家越來越難在種族的純粹性上，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固守其疆界。這是晚近全球化現象與「世界體系」概念的

主要差別，因為在世界體系理論的分析架構中，民族國家仍是基本的單位（詳第

五節）。[5] 

  甚麼是民族國家呢？依筆者的看法，民族國家最大的特色在於：國家既是

最高的權力架構，又是最高的認同單位（所謂的民族或國家認同）。兩種性質集

於一身，這在人類歷史上是一種較新的現象[6]。此外，民族國家有固定的疆域，

而現代的民主制度、社會福利制度都是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形成的。（換句話說，

尚未有跨國的民主制度、社會福利制度。） 

  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逐漸主宰了世界舞台，然而全球化使民族國家遭遇

了對手，這些使民族國家開始沒落的力量包括各種跨國組織、地方（甚至社區）

的再興起以及跨國社會。當然，民族國家的架構式微但並未消失，以民族國家為

互動主體的國際架構亦依然存在，但是當上述新興力量躍升於世界舞台後，「多

中心世界政治」（Polyzentrische Weltpolitik）出現了，民族國家必須與各種

跨國力量競爭或合作。[7] 

  尤其甚者，當經濟、文化事件，甚至於對生態的破壞，都已跨國地進行，民

族國家對這些跨國事件，不但無能規範，還必須承擔其負面後果（例如日益增加

的失業與貧窮），日顯疲態也就不足為怪了。[8]關於藉各種形式的跨國力量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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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的分析，我們放在三－（一）進行。以下我們先探討全球化與

地方化同時發生的現象－所謂的「全球地方化」對民族國家的衝擊。 

  

三、全球化與地方化夾擊國家架構 

  

衝擊民族國家架構的，不只是各種跨國的勢力，地方、社區的再興起，也

挑戰著國家的權威。事實上，（再）地方化與全球化是當今同時發生的兩股趨勢。

尤其是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可以使任何一個地方都不再

「偏遠」，使地方得以（越過國家）直接與全球（某個地方）相聯。地方受著全

球的影響，但地方也登上了全球舞台，這就是 Roland Robertson 所說的「在全

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Robertson 1998: 203；參閱Albrow 1998b: 308）。

大眾傳播媒體、全球行銷體系，使地方文化、地方產品有可能風行全球。再從前

述想像力的重要性而言，跨國文化工業為了不斷推出「新穎」的產品，必須從地

方發掘舊的素材，包裝成全球性的新商品（比如狄斯奈的「花木蘭」卡通電影）。

這不能簡單地用「文化帝國主義對地方文化的剝削」來形容；事實上，當地方可

與全球直接相通後，文化帝國主義就必須面對文化多元主義的挑戰[9]。而全球化

也使各種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彼此間遭遇頻繁。 

  當民族國家在全球化浪潮下式微，使全球化成為可能的客觀條件，例如前述

通訊科技和運輸系統，以及普遍的富裕（雖然仍有相對的貧窮）、教育程度的提

高，卻使地方、社區的實力增加。例如網路、有線電視，不但是一種大眾傳播媒

體，能讓世界走進家庭；也是一種小眾傳播媒體，使地方、社區的內在聯繫緊密

起來。 

  這種地方和全球的直接聯繫，並非全新的現象，中古世紀也有類似的情形。

當民族國家在歐洲興起之前，歐洲存在著兩種架構，其一是天主教會的普世架構，

其二是封建領主的地方架構，界於普世與地方間的國家架構則尚未興起。如同今

日的全球－地方關係，中古歐洲的普世和地方兩種架構間是有直接聯繫的[10]，因

為不只是總主教，連主教都要由梵諦岡直接任命，主教又能與聞地方事務。所以，

許多歐洲民族國家成形時，都免不了與天主教會發生衝突，例如普魯士於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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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統一德國後，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主教的

勢力（Deutscher Bundestag 1998: 194）。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興起，此一看似矛盾的現象，可用起源於日本經濟界的

概念－「全球地方化」來表示（參閱 Robertson 1998: 197-203）。對於跨國集

團而言，如果只注意到全球化，而忽略了地方化，就可能商場失利。例如福特及

通用兩大汽車集團，面臨全球化的趨勢，及出於對東亞新興競爭者的懼怕，兩者

均對其位於世界各地的分公司做了全球化的工作分配，各分公司的自主性因此減

弱，成為集團世界版圖之下的組織組件。福特和通用且著手發展「世界車」（能

賣到世界各地的車種），並以東亞新興競爭者為主要假想敵。歐洲子公司分配到

的任務是發展中、小型汽車，美國分公司則負責發展中、高級車。然而歐洲（尤

其是德國）的車主是較注重品質和品味的，對兩大集團歐洲子公司的新車種接受

度低。結果 1997 年間，兩大集團在歐洲的形象和市場佔有率均大幅下降，逐漸

被歸為與東亞汽車同一等級。而來自西歐的所謂世界車，在世界其它地方的銷售

也不是很理想（manager magazin 1998（5）: 54-65）。 

  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時發生，所以並非像世界體系理論設想的那樣，全球市場

只是使世界形成了中心─半邊陲─邊陲的分工架構，而是全球化同時有「中心化」

和「解中心化」兩種作用，前者指資本、權力、資訊的集中過程，後者指地方、

社區分享原中心區域資源的能力越來越強（Beck 1999: 69）。不過，全球化也

可能瓦解某些現有的地方或社區脈絡。全球化產生了跨國和跨洲的「社群」，這

些社群建立起了新的社會相關性，使不同的人可以在不同的地方共同生活，這是

全球化的「結合」作用。然而此種跨國結合，也「分解」了某些傳統的共同生活

和共同工作。全球化不但威脅著國家的資訊和財稅主權，它那種使天涯若比鄰的

力量，也可能使直接的鄰居關係凋零，因為「遠方的鄰居」越來越重要（參閱

Beck 1999: 68-69），特別是網路所支持的跨國聯繫，會產生這樣的效應。 

  然而社區的傳統層面固然受到衝擊，卻可能獲得新的需求與力量。不僅僅是

因為全球地方化現象能使社區從更大的範圍獲取資源，也因為國家功能的減低，

使得地方、社區，或者總括地說－公民社會的各種團體，必須承擔起解決問題的

責任。也就是說，全球化引起的諸多問題及民族國家處理這些問題的能力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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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民主）政治必須向國家層次以上（跨國（民主）政治）[11]及國家層次以下

（基層民主、公民社會的各種社會團體）發展[12]。或者可以這麼說，當民族國家

還興盛時，公民社會的範圍與國家的範圍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浪潮使民族國家

式微後，公民社會一方面向下分解於各種小社團中，一方面向上跨國地形成跨國

公民社會（各種跨國非政府組織）。[13] 

  

四、跨國勢力、普世主義 vs.民族意識、文明衝突 

  

  如同在前言所說，以下從三個層面探討民族意識、文明衝突在全球化時代轉

型但並未消失的現象。 

  

（一）、跨國社會空間與民族認同 

  

  對民族國家架構的第一層威脅－跨國力量，絕不僅是由經濟力量所構成。

事實上，各種跨國社會空間已經形成，使「社會」與「國家」範圍的重疊性瓦解

[14]。人口的全球流動，是跨國社會空間形成的力量之一，Arjun Appadurai 使用

全球「族群空間」（或譯「族群風貌」（Ethnoscape; ethnische Räume）一詞

來表示此種現象。在此，族群空間指涉的是某類流動人口組成的空間，這些流動

人口包括觀光客、移民、難民、流亡者、外籍勞工等。這些在全球範圍移動的族

群，對各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越來越大，然而此種移動性的族群，其範圍不易界

定，其認同更是充滿了複雜性。全球族群空間的跨國流動性，實際上是一種「解

空間化」（Enträumlichung），使民族與疆域的聯結中斷（Appadurai 1998: 

11-13）。 

「想像力」對人日常生活的影響越來越大，也促使了「解空間化」。[15]我

們不再只是根據自身的經歷和周遭的事物去理解世界、規劃未來，而是我們的腦

海中充滿著各種「可能的」生活形式和風格。這種對於可能的生活的想像，常是

經由大眾傳播媒體而來。大眾傳播媒體將遠方、它處的風貌拉近，成為我們想像

的一部份（Appadurai 1998: 20-37）。[16][CPSun1]Joshua Meyrowitz 由「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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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理論的「概括化他人」的概念（由 Charles Horton Cooley 及 George Herbert 

Mead 所提出），引申出「概括化它處」（das generalisierte Anderswo）的概

念，表示在全球化時代，人可以經常（想像）站在它處、遠方，來知覺、評估自

身所在之地（Meyrowitz 1998）。 

  移民、難民數量的成長，自然是使民族與疆域的聯結中斷的主要力量。根據

世界銀行的資料，全球「在外國出生的人口」（亦即現居某國，但在他國出生的

人口）從 1965 年的 7,590 萬增加為 1985 年的一億零 550 萬。雖然其佔全球總人

口的比例由 2.3%降為 2.2%，但在富裕區域，此一比例均有所增加，例如，1985

年時，在外國出生的人口佔中東國家總人口的比例為 34.2%，在大洋洲為 16%，

在北美為 7.8%，在歐洲為 4.7%，均較 1965 年的比例為高（World Bank 1995，

轉引自 Hauchler/Messner/Nuscheler 1997: 100）。 

  「在外國出生的人口」尚無法概括移民社會的規模，因為這並不包含第一代移

民在移入國出生的下一代。當然，若以國籍為標準，一樣無法計算出一國移民社

會的規模，因為這並不包含已取得移入國國籍的移民。然而就算僅以國籍為標準，

也可看出像德國這樣曾經標榜種族純粹性的國家，都漸漸成為移民國家了。根據

1997 年末的統計，在德國的外國人（即無德國國籍者）約 740 萬人，其中 410

萬居留時間已超過八年。在 740 萬外國人中，土耳其人（幾乎都信奉回教）便佔

了 210 萬（Der Spiegel 1999（2）: 26）。跨國、跨民族通婚的個案，也隨著

全球化增多了。1960 年時，在德國出生的新生兒，只有 1.3%的父親和／或母親

為非德國人，到了1994年，此一比例已高達18.8%（Beck-Gernsheim 1998: 154）。

移民潮有可能使西方社會不再是白人的世界。1995 年時，美國的非拉丁美洲裔

白人佔總人口的 74%，估計到了 2050 年，此一比例會降為 53%（Huntington 1997: 

275）。一些西方國家生育率極低，例如德國，若無外來移民，人口將由 1990

年的 7,910 萬人減為 2050 年的 4,840 萬人（Buttler 1993: 55）。從經濟上而

言，這樣的社會需要外來移民（參閱孫治本 1995），而其富裕的經濟亦能吸引

外來移民，因此加速了國家種族純粹性的瓦解。 

  移民使國家內部的民族成份複雜化，其結果未必是和諧的多元文化社會。

以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而論，固然有涵化的事實，但土耳其人並未充分整合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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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社會，在年輕土耳其人中，退回土耳其生活世界的趨勢越來越強，一些在德國

成長的土耳其青年，喜歡去只放土耳其音樂的狄斯可廳，或在豪華大飯店舉行土

耳其舞會。回教信仰更成為德國土耳其社會與其餘德國社會間的一條界線（全德

有約 400 座清真寺）（Der Spiegel 1999（2）: 28-29；參閱 Yalçin-Heckmann 

1997）。 

  人口遷移還形成了同一民族所組成的跨國社會。依筆者之見，我們可以區分

出三類跨國社會空間，第一種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例如跨國集團所掌

控的跨國商業社會；第二種是「生活風格的跨國社會空間」，亦即俱有相同風格、

嗜好的人，在全球範圍彼此聯繫而形成的跨國社會空間，特別是網路的普及，加

速了此類社會空間的發展。像網路這樣的溝通科技，使「同時生活在這裡和那裡」

成為可能，空間因此失去了認同指標性，藉由溝通科技得以隨時與全球各地聯繫、

共同工作的人，已無所謂生活在哪個空間，而只能說目前處於時間上的哪一點

（Bauman 1998: 326-327）。1999 年夏天，3com 在美國市場推出了不需要電話

線，甚至不需要行動電話，便可直接上網的迷你電腦 Palm VII（Spiegel Online 

1999.11.17），使人隨時、隨地得以透過網路直接與全球相連。為此，德國《明

鏡週刊》（Der Spiegel）做了一個實驗，派遣兩位記者帶著 Palm VII 至紐約，

於 24 個鐘頭的時間內，隨時上網與明鏡週刊聯繫，網友則可在網上讀到他們傳

來的訊息，並參與討論此一隨時、隨地上網的可能性（Spiegel Online 

1999.11.18）。 

  第三種跨國社會空間則是「跨國民族社會空間」。三種跨國社會空間都衝擊

著民族國家架構，然而跨國民族社會空間卻顯示，民族國家的框框雖然鬆動，民

族認同卻未必相應式微，反而成為同一民族在全球範圍組成跨國社會的原動力。

借用 Pieterse 的詞彙，我們可以稱跨國民族社會的民族主義為「不在場的愛國

主義」或「來自遠方的民族主義」（Pieterse 1998: 94）。信奉回教的民族所

組成的跨國民族社會空間，且得到宗教組織的支持；而跨國華人社會空間，則常

獲得兩岸政府的支持與利用。Ludger Pries 對美國紐約的墨西哥移民的研究也

顯示，在美國－墨西哥跨國社會空間中，也包含政治關係，即墨西哥移民對母國

的政治發生了影響（Pries 1998: 59-690）。 



10 
 

  總之，跨國民族社會空間的方興未艾，顯示民族國家的式微，並不等於民

族主義的沒落。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跨國民族社會的現象，亦即民族的跨國分

佈，也意味著不同民族直接遭遇的機會增加，使地域上的國家空間及個別當事人

的生涯史，都成為不同文化彼此激盪的場域，而在某種程度上模糊了民族認同。

因此，「誰是美國的黑人？」「誰是猶太人？」甚至「誰是德國人？」這樣的問

題，都越來越難以回答（參閱 Beck-Gernsheim 1998）。 

  

（二）、跨國集團、民族國家與民族認同 

  

根據華勒斯坦的世界體系理論，資本主義法則雖然使得世界成為一個統合

的、分工的「世界體系」，然而當他在分析此一世界體系內的剝削關係時（亦即

中心─半邊陲─邊陲的架構），國家仍是重要的單位。這不僅是在世界體系形成

的早期－16 世紀歐洲的世界經濟出現時（Wallerstein 1986），甚至於本世紀

80 年代初（Wallerstein 1984），國家和國際體系都是世界體系的主要單位和

架構。所謂的跨國企業，仍只是某民族國家的跨國企業。 

  跨國集團當然很早就存在了，然而從前的跨國集團，儘管有許多海外子公司，

但我們仍可清處地將跨國集團定位為某一個民族國家的跨國集團，例如有許多海

外子公司的「福特」（Ford）是美國的跨國集團。然而最近幾年，一方面許多跨

國集團在發源國以外之員工數及產值佔整個集團的比例持續上升，股權的全球性

分散程度也持續提高，而且有可能為了節稅而將總部移至他國；一方面，1997

年以來經常發生的不同國家的規模龐大的跨國集團間的合併，使得一些跨國集團

越來越名符其實，也就是客觀而言，這些跨國集團真地無法再被視為是某國的跨

國集團了。然而，這樣的跨國集團卻未必真能與民族認同完全脫離干係。以

下我們想探討一下，德國的（跨國集團）戴姆勒—賓士（Daimler-Benz）集團和

美國的（跨國集團）克萊斯勒（Chrysler）集團合併為戴姆勒／克萊斯勒

（DaimlerChrysler）集團後，新的集團是否可被視作某一國的跨國集團的問題。 

  1998 年公佈的戴姆勒—賓士集團和克萊斯勒集團的合併案，不僅是至當時

為止製造業的最大合併案，其另一個特殊意義是：這是「德國」最大工業集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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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三大汽車製造集團的合併，合併後的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其半數

以上的股權將掌握在德國以外的股東手中（Wirtschaftswoche 1998.05.14）。

民族與國家主義顯然不構成此一跨大西洋企業合併的阻礙。 

像戴姆勒／克萊斯勒這樣的集團，是否已完全脫離民族國家的定位呢？富

可敵國的跨國集團，是否會使民族國家的架構崩解呢？以下我們先處理第二個問

題。必須瞭解，所謂的經濟全球化，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執行者（最主要的是跨國

企業集團），利用「國與國之間的區別」，在全球範圍內操作。雖然，資本主義

的執行者，會期望建立對其有利的全球統一的經濟基礎架構，也就是要求各國都

能貫徹經濟自由化，然而，如果沒有國與國間在經、社條件及社會福利、環保制

度上的差別，以全球作為資本主義執行者的操作範圍，便失去了意義。所以，當

跨國集團的勢力足以威脅民族國家的架構時，其所樂見的，並非國家機制的停擺，

而是國家機制能為跨國企業效勞。經濟全球化確實使民族國家的疆界洞穿。至今

為止，對於資本主義的束縛－民主政治、社會福利制度、環保規範，主要仍在民

族國家的架構下起作用（而且三者只有在先進工業國家才較完善），至今仍未有

全球統一的民主政治、社會福利或環保制度。於是，富可敵國的跨國集團，便可

利用國與國間的制度與客觀條件區別，選擇最有利的生產、管理、納稅所在地，

並挾其經濟實力，周旋於各國之間，要求改善投資環境。這就是 Zygmunt Bauman

所說的： 

「全球資財、貿易及資訊工業的流動性，及其無限制追求其目標的自由，

有賴政治的區隔化和世界舞台的分割。我們可以這麼說，『弱小的國家』是有利

於他們［跨國經濟勢力］的，．．．如果一個國家希望被認為適合獲得世界銀行

和貨幣基金會的財力支援，其必須無條件接受的前提是：把門戶打得更開，並且

放棄任何一種自主的經濟政策的想法。弱小的國家正是世界新秩序（太常被誤解

為世界無秩序）自我維持和再造所需的。」（Bauman 1998: 322） 

反之，（真正有效的）跨國甚至普世的政治機制，是對跨國集團不利的，

因為普世性的政治合作機制，有能力重新束縛以全球為運作範圍的資本主義。有

效的普世性政治合作機制當然尚未建立起來[17]，但歐盟已是區域政治合作的最佳

榜樣。在歐盟經濟區內，跨國企業將越來越難離間個別歐盟成員國，因為有越來



12 
 

越多的聲音要求在歐盟範圍內建立起跨國民主機制（參閱 Beck 1999: 205-210; 

Goodman 1998），並縮小各國在稅制、社會福利、環保標準上的差異。例如德國

與法國領導人便要求整合的歐洲必須是一個真正的社會歐洲，且曾呼籲在七國高

峰會上討論全球化的社會後果（Spiegel Online 1998.12.01）。 

  民族國家的架構尚未消失，而跨國集團需要弱小的民族國家。不過，就跨國

集團本身而言，其「跨國性」已經越來越真實，亦即客觀而言，跨國集團越來越

難選擇某個單一民族國家，作為其主要結盟者。跨國集團的行動，整體而言，已

經不容易被視為對某個國家有利、對另一個國家不利，而可能是對某個國家的某

一部份人及另一個國家的另一部份人有利或不利。例如，企業強化其全球戰略，

可能不利於先進國家的藍領勞工，因為生產基地轉移至低工資國家了（或者引進

的廉價外籍勞工越來越多）；但先進國家俱備全球視野的專業人士，卻是企業全

球戰略的受益者。 

  因此，經濟全球化帶來的衝突常常不是民族國家間的衝突，而是某一個民族

國家內部的衝突。這是因為此種衝突的雙方，往往不是國家與國家，而是全球資

本主義的執行者與某國（本國或他國）內部一部份人民的衝突，而同時，該國內

部亦一定有部份人民支持全球資本主義的執行者。比如，德國拜爾在台設廠案，

並未導致台灣與德國間的衝突，卻引發了台灣內部的衝突。而德國的失業者如果

埋怨外國人強走了他們的工作位置，他們根本無法指出哪一個國家是罪魁禍首，

這是因為跨國集團遊走四方，因此無法把德國的失業問題記在某一特定國家的帳

上。然而，德國的排外勢力卻可能將矛頭指向境內的外國人。這是一種種族衝突，

但卻並非沿著國家界線發生。所以，在全球化時代，民族主義一方面仍可能引發

傳統的民族與民族間、國家與國家間的衝突（如前南斯拉夫諸民族間的戰爭，如

德國與俄羅斯之間的潛在衝突）；另一方面，一個國家涉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

經常引發內部的衝突，而由於移民使國家的民族混雜性提高，民族主義可能引發

一國之內的民族衝突。 

  跨國集團並未使民族國家消失，跨國集團甚至需要弱小的民族國家。另一個

問題是：在客觀上已經獲得真實跨國性的跨國集團，是否已完全脫離民族國家的

符碼呢？以下，我們繼續以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為例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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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姆勒／克萊斯勒，多麼奇怪的名字，它應該象徵著：此一跨國集團已成為

真正跨國的了，它不再只是代表單一國家。然而我們有理由相信，德國人依然認

為戴姆勒／克萊斯勒是德國的。一方面，原本的戴姆勒－賓士集團實力比克萊斯

勒集團強；一方面，合併後的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的總部仍位於原戴姆勒－賓

士集團的總部所在地－德國司徒嘉特（Stuttgart）。1999 年十月間，德國謠傳

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要將總部遷往美國，德國輿論的強烈反彈，證實了上述說

法。 

  德國新聞界透露，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要將總部遷往美國的理由是：兩大

集團合併後股票下跌了三分之一，這是因為合併後總部位於德國，因此戴姆勒／

克萊斯勒集團的股票無法列在美國的道瓊指數（Dow-Jones-Index）內（原本的

克萊斯勒股票當然是列在道瓊指數內的），而許多美國的投資大眾不習慣購買未

列在道瓊指數上的股票。還有消息說，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若將總部遷往美國，

其所繳的稅會比在德國時低（德國財政部長 Hans Eichel 隨即駁斥此一說法）。

由於許多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的德國員工持有該集團股票，新聞界認為員工應

該樂見該集團將總部遷往美國（如果這可使股價回升的話）（Spiegel Online 

1999.10.7）。 

  事實上，總部的遷移主要是註冊地的轉變，對一國經濟的實質影響不大。然

而，德國人在心理上是無法接受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將總部遷往美國的，因為

如此一來，在心理上，這就真地是一個跨國集團而非德國的集團了。該集團是否

真曾考慮過遷移總部，我們不得而知。然而當德國新聞界報導此一讓德國聯邦政

府及司徒嘉特市政府都感到緊張的消息後，隨即遭到該集團的否認。1999 年 10

月 11 日，該集團管理委員會主委 Jürgen Schrempp 在其柏林代表處的開幕儀式

中，正式否認了此一說法，並且表示：「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雖是全球企業，

但並非無故鄉的企業。」所以該集團會留在德國，未來且將在德國投資 500 億馬

克（Spiegel Online 1999.10.11）。   

  多麼妙的形容，「全球企業，但並非無故鄉的企業」，這表示了歷史悠久的

大企業在全球化後、在客觀上取得真實跨國性後，仍無法在主觀上脫離民族國家

的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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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合併，甚至會牽涉到比民族國家範疇更大的文明圈認同。1999 年 10 月

14 日，法國馬特拉航太公司（Aérospatiale Matra）與德國航太公司（DASA）

（屬戴姆勒／克萊斯勒集團）宣佈了合併計劃。合併後的公司將稱為 European A

éronautic, Defense and Space Company（EADS），是美國波音公司、Lockheed

公司之後的世界第三大航太公司。其總部預定設在荷蘭，但主要的營運基地仍是

德國慕尼黑及法國巴黎。此項合併案不只是一個商業事件，還牽涉到歐洲認同。

兩大公司宣佈合併後，即公開呼籲其他歐洲國家的航太公司也加入，為的是增加

歐洲航太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實力。德國總理 Schröder 稱此一合併為「歐洲自主

性的關鍵推動力」。（Spiegel Online 1999.10.14）。法國人甚至在此一合併

案中看到其歐洲戰略的實踐，即以團結合作的歐洲與美國抗衡，法國國防部長

Alain Richard 對此一合併案發表評論時說：「［歐洲］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已

成為可能。」（Spiegel Online 1999.11.8） 

  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氛圍下，即使在經濟先進區域，企業衝突也會導致國與國

間的衝突（或者說看起來像國與國間的衝突）。1999 年 11 月間，英國行動電話

集團 Vodafone 宣佈欲合併德國的 Mannesmann 集團。由於 Mannesmann 的管理階

層拒絕合併，Vodafone 決定進行「敵意兼併」（即未經合併對象之同意，而以

在股票市場上搜購股票的方式達成兼併）。然而 Vodafone 並非以現金搜購

Mannesmann股票，而是以53.7張Vodafone股票換一張Mannesmann股票的方式，

向 Mannesmann 股東（Mannesmann 的股權極為分散）招手。Vodafone 認為，這是

讓Mannesmann股東來決定是否要與Vodafone合併（Spiegel Online 1999.11.19）。

然而 Mannesmann 管理階層及員工仍極力抵制合併，宣稱一張 Mannesmann 股價絕

不只值 53.7 張 Vodafone 股票。加以德國總理 Schröder 及其他一些德國政治人

物，公開反對 Vodafone 不付現金的搜購股票方式（Spiegel Online 1999.11.20a），

使得原已司空見慣的超大集團跨國兼併，在此案中染上了些許民族衝突的色彩。

英國保守派的 Times 批評 Schröder 的做法是「對外國人的敵意」，並指責他將

兩個企業間的鬥爭提升至國家層次，使其成為英國與德國間的衝突；左派的

Guardian 也批評 Schröder 搞不清狀況，以為 Mannesmann 還是德國企業，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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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Mannesmann 的股東大多在德國之外，然而目前德國的氣氛，卻似乎是

Mannesmann 在保衛「德意志祖國」（Spiegel Online 1999.11.20b）。 

  確實，客觀而言，Mannesmann 已不再（只）是德國的了。然而主觀上，許

多德國人還是無法將其與德國分開。這個例子再次顯示，隨著全球化的深化，跨

國企業的跨國性越來越真實，但主觀上仍無法脫離某一個民族國家的符碼。[18] 

  

（三）、普世人權與文明衝突 

－北約對科索夫的「人道干預」與歐洲文化界線 

  

  在全球文化與文化多元主義同時並存的全球地方化時代，價值觀是否有普

世主義的道路？抑或價值觀只能多元地並存或（沿著文明圈之間的界線）發生衝

突？亦即，適用於全球化時代的是價值普遍主義（普世主義）還是價值相對主義、

價值特殊主義？對此，貝克提出一種「脈絡關係的普遍主義」的解決方式，亦即

個人或一個文明單位，均（可）認為其價值觀是普遍有效的（普遍主義），因此，

世界上有許多種普遍主義。個人或文明單位遭遇他種普遍主義時，既不應強迫他

人接受自己的普遍主義，也不應以相對主義的心態滿足於互不干涉，而是各種普

遍主義間應展開對話。以人權為例，人權一方面在幾乎所有的文化中都被認為是

普世性的權利，然而人權是依附於社會脈絡中的，在不同的文化中常有非常不同

的理解。所以，普世人權也有好幾個版本，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版本或是不干涉

都是不對的，應該做的是讓不同的人權觀展開對話（Beck 1999: 114-117）。 

  然而，至今我們很少見到不同的普世人權觀展開理性的對話。反之，1999

年，西方國家的一場攻擊行動，據稱是普世人權的實踐，但經過以下的分析，我

們會明白，文明的衝突再一次披上了道德絕對主義的外衣。 

  當塞爾維亞人在科索夫迫害阿爾巴尼亞人，北約對南斯拉夫政治施壓無效，

終致派機轟炸南斯拉夫，並以「人道干預」為出師之名，似乎「普世人權」已成

為西方國家的信仰和行動準則。聯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

教授 Bruno Simma 便指出，塞爾維亞人在科索夫所做的不能算「侵略」，因為科

索夫是南斯拉夫的領土，反倒是北約在無聯合國安理會決議的情況下，攻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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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國家，已違反了國際法原則。然而北約對南斯拉夫的攻擊是為了維護人權，

因此此一攻擊行動是一種「可原諒的罪」，是「人道干預」（Spiegel Online 

1999.3.25a）。德國總統 Roman Herzog 也認為北約對南斯拉夫的攻擊是一種「為

了第三者的正當防衛行為」。Herzog 並且認為，德國參與北約的攻擊行動，不

是要證明德國主權地位的正常化（詳下），而是表示過去幾十年來人權已經成為

德國人的核心價值（Der Spiegel 1999（14）c）。德國政府不但宣稱這是人權

之戰，並希望發現塞爾維亞人在科索夫設置集中營的證據，以為此戰合法化（Der 

Spiegel 1999（14）b）[19]。總之，相信北約攻擊行動正當性的說法，都揭櫫出

一種「人權高於主權」的觀念；也就是說，某些基本人權是俱有普世有效性的，

其實現與維護，應不受國界與國家主權的限制（參閱 Bretherton 1998）。 

  北約為救援科索夫的阿爾巴尼亞人，而對南斯拉夫發動攻擊，真地是「普

世人權」的實踐嗎？只要與下列兩事對照：僅僅數年前，當盧安達發生種族大屠

殺時，西方國家並無興趣以戰爭手段進行「人道干預」；1999 年 11 月間，「歐

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ZE）高峰會議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行，通過了歐洲安全

憲章，期望 OSZE 能有更大的力量防止和調解歐洲內部的衝突。該次高峰會的焦

點問題是俄羅斯在車臣的軍事行動，車臣屬俄羅斯，有如科索夫屬南斯拉夫，車

臣問題與科索夫問題頗類似，但西方國家只敢表達調解的意願，但只要俄羅斯不

讓步，西方國家很難介入（Die Welt 1999.11.20），更不敢以軍事行動「人道

干預」。由此可知，「普世人權」的說法不能反映出所有的事實。那麼，北約攻

擊南斯拉夫，還為了甚麼呢？ 

  美國的企圖似乎是較明顯的。冷戰結束後，美國成了維一的超級強國。一個

超級強國，是不能放過宣示其宰制地位的機會的。然而北約的歐洲國家，又為什

麼不惜對南斯拉夫動武呢？ 

  有一種可能是，北約的歐洲國家，是出於地緣政治的考量，亦即擔心位於歐

洲東南部的巴爾幹半島，其種族衝突會波及歐洲其它區域，因而出兵干預。然而，

如果北約僅只是想追求巴爾幹半島的安定，最划算的策略應是支持原南斯拉夫聯

邦的完整。然而，北約卻反其道而行，對脫離南斯拉夫的斯洛文尼亞、克羅埃西

亞、馬其頓、波士尼亞／赫哲格維那，均予於承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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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南斯拉夫的種族衝突，各方均有不人道的行為，然而主要西方國家（尤

其是德國、美國、英國），卻集中譴責塞爾維亞。即以科索夫問題而論，南斯拉

夫強人狄托去世後，佔科索夫總人口 87.4%的阿爾巴尼亞人，亟欲把境內的塞爾

維亞人驅離，頗引起塞爾維亞人的不安（Der Spiegel 1999（14）a）。1995 年，

北約轟炸塞爾維亞人居住的 Krajina（在克羅埃西亞境內，與波士尼亞／赫哲格

維那相鄰），結果克羅埃西亞利用此一機會，將 Krajina 約 20 萬塞爾維亞人驅

離，大批難民擁入塞爾維亞。為了報復，當時的南斯拉夫聯邦總統 Co�ić有意將

阿爾巴尼亞人逐出科索夫，以安置塞爾維亞難民。事實上，原塞爾維亞總統、後

來的南斯拉夫聯邦總統 Milo�ević一直在阻止此一驅離阿爾巴尼亞人的計劃，但

終究屈服於激進派的要求。而北約因科索夫問題轟炸南斯拉夫，更刺激塞爾維亞

人加快對阿爾巴尼亞人的驅逐。[20]
至於科索夫阿爾巴尼亞人亦不乏對塞爾維亞人

挑釁、迫害之舉。北約轟炸南斯拉夫前，1999 年一月，德國外交部次長 Wolfgang 

Ischinger 即曾公開表示，科索夫的阿爾巴尼亞民軍 UÇK 在進行軍事挑釁

（Ischinger 1999）。南斯拉夫屈服於北約的轟炸後，阿爾巴尼亞人旋即迫害科

索夫境內的塞爾維亞人和吉普賽人（Der Spiegel 1999（28）: 126-128）。 

  西方文明與回教文明的矛盾由來已久。然而，當波士尼亞／赫哲格維那的回

教徒及信奉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與塞爾維亞人發生衝突時，西方國家卻聲援這些

回教徒。反之，俄羅斯則始終支持塞爾維亞。俄羅斯外交部長 Iwanow 強烈抨擊

北約的轟炸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侵略及對南斯拉夫各民族的種族屠殺。北約攻擊

南斯拉夫期間，俄羅斯關閉了北約在莫斯科的代表處，對南斯拉夫則提供「人道

援助」（Spiegel Online 1999.3.25b）。西方國家與俄羅斯態度迴異，原因是

甚麼呢？ 

  回顧一下歷史，也許能找到答案。1999 年的科索夫風雲，幾乎是 1913 年的

翻版。科索夫曾是塞爾維亞的核心部份，但 1389 年 Amselfeld 一役，塞爾維亞

敗於土耳其，塞爾維亞人因此遷出該地（Spiegel Online 1999.3.25c, 

1999.04.02a）。當土耳其人退出巴爾幹半島後，塞爾維亞欲奪回科索夫，並對

當地信奉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進行迫害（至少從 17 世紀起，阿爾巴尼亞人即已

遷入科索夫）。1913 年，西方強權出面干預，在西方強權的的支持下，阿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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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人得以建國。但西方強權此舉並非基於人道理由，而是要阻止塞爾維亞人的

勢力抵達地中海岸。然而俄羅斯出面支持塞爾維亞，終究使塞爾維亞獲得了科索

夫（Die Zeit 1999（14））。 

  當土耳其仍據有巴爾幹半島時，奧匈帝國的日耳曼皇朝需要塞爾維亞人的

力量抵抗土耳其的勢力。但當土耳其退出巴爾幹半島後，塞爾維亞反成了奧匈帝

國在東南歐擴張的阻礙（Die Zeit 1999（14））。日耳曼民族與塞爾維亞人的

衝突越演越烈，終於引發了第一次世界大戰。希特勒時代，德國則利用信奉天主

教的克羅埃西亞，屠殺了不少塞爾維亞人。 

  今天的西方國家一樣不是真心幫助阿爾巴尼亞人。他們雖以「人權高於主

權」為藉口，出兵干預科索夫問題，但卻反對科索夫脫離南斯拉夫，因為他們擔

心這會強化「大阿爾巴尼亞主義」，引起巴爾幹半島另一波動盪。除了阿爾巴尼

亞，阿爾巴尼亞人還分佈於馬其頓的西半部、蒙特內格羅（Montenegro）（亦屬

南斯拉夫）南部的三分之一、希臘北部省份的部份區域。科索夫若脫離南斯拉夫，

會催化上述區域阿爾巴尼亞人的分離運動（Die Zeit 1999（14））。 

  回顧歷史，即可知道日耳曼人與塞爾維亞人的衝突由來已久，而俄羅斯則始

終支持塞爾維亞。這不僅僅是因為後兩者同屬斯拉夫民族，也因為其均信奉希臘

東正教。反之，斯洛文尼亞與克羅埃西亞人，雖然亦屬斯拉夫民族，但信奉羅馬

天主教，因此與西方世界較為接近。冷戰後，兩者在脫離南斯拉夫獨立一事上，

亦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 

  反之，信奉東正教的北約成員國希臘，雖不敢背離北約，但其對南斯拉夫問

題的態度，在北約中卻屬異數（參閱 Huntington 1997: 218-219），且其心理

上，較同情塞爾維亞人。當馬其頓於 1992 年脫離南斯拉夫獨立時，遭到希臘的

強烈反對，因為希臘認為馬其頓是希臘的一部份。希臘甚至想同塞爾維亞瓜分馬

其頓，並對馬其頓實施經濟封鎖。最後由於美國施壓，希臘才在 1995 年承認馬

其頓（Die Zeit 1999（14））。1999 年 11 月 20 日，美國總統柯林頓在參加過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高峰會後，由伊斯坦堡轉往希臘訪問，在雅典遭遇上萬名左

派群眾帶暴力行為的激烈示威，示威群眾強烈譴責美國帶頭對南斯拉夫進行轟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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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egel Online 1999.11.20c）。因南斯拉夫問題而引起如此強烈的反美情緒，

這在北約成員國中是很特別的。 

  南斯拉夫問題可能最能證明杭亭頓的「文明衝突」論有某種程度的適用性。

事實上，一條宗教界線將歐洲分為「東方歐洲」與「西方歐洲」兩個世界，界線

以東是希臘東正教的世界，界線以西是羅馬天主教及由其衍生之各種新教宗派。

信奉希臘東正教者多為斯拉夫民族，然而亦有斯拉夫民族信奉天主教者（波蘭、

捷克、斯洛伐克、斯洛文尼亞、克羅埃西亞），他們的地緣位置正處於東方歐洲

與西方歐洲的交會處，可以灰色地帶稱之（孫治本 1999: 83-84）。 

  這條文化界線可上溯至東、西羅馬帝國之分裂及希臘文明與羅馬文明之衝突。

然而在二次大戰終了以前的歐洲近代史，歐洲民族國家間的結盟關係經常是跨越

此條文化界線的。例如法國大革命以後，英國、普魯士、奧地利、俄羅斯結盟對

抗法國；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法國、俄羅斯、塞爾維亞聯合起來

對抗德國。冷戰時期，東、西大集團對抗的局面首度出現，然而前述信奉天主教

的灰色區域，是屬於東方陣營的。冷戰結束後，此一灰色區域才投向西方[21]，以

宗教為界的歐洲文明衝突，開始明顯地影響歐洲的地緣政治。如此即不難明瞭，

為何成員國幾全屬西方歐洲的北約，在南斯拉夫問題上常偏袒塞爾維亞的敵對者，

唯信奉東正教的希臘態度較特別。至於東方歐洲的老大俄羅斯，支持塞爾維亞更

是理所當然的。 

  然而即使在西方陣營中，對南斯拉夫問題的態度也不是很一致。北約開始對

南斯拉夫發動攻擊後，巴黎、羅馬、米蘭便出現了大規模的反戰示威，教宗也於

復活節講話中要求停火。德國要較晚才出現反戰示威（Der Spiegel 1999（14）

b），反戰的德國前財政部長、前社會民主黨主席 Oskar Lafontaine 甚至抱怨德

國只有數場小規模的示威（Lafontaine 1999: 247-248）。這幾年在南斯拉夫問

題上，德國表現了突出的（干預）興趣。事實上，這個世紀德國命運的轉變常與

南斯拉夫連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南斯拉夫問題而起，而沒有第一次世界

大戰，就不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冷戰後，南斯拉夫問題則提供德國「主權地位

正常化」[22]的機會，並使德國於戰後首度派遣戰鬥部隊至北約以外的地區。還有

一種說法是，德國參戰，是要避免「特殊之路」，也就是德國不能成為西方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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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異數，要向全世界宣示德國屬於西方聯盟（Der Spiegel 1999（45）），其

目的則是避免其他西方歐洲國家對統一後成為歐洲強權的德國的疑懼。德國外交

部長 Fischer 還曾說，參戰是為了不使人覺得德國與美國疏離（Der Spiegel 1999

（14）b）。這是因為冷戰後德國仍視俄羅斯為頭號潛在敵人，故希望美國的勢

力留在歐洲，以為制衡。 

  事實上，冷戰結束後，德國對其歐洲政策，常主觀地解釋其目的是要宣示德

國維持其與西方國家結盟關係的決心，所以在參與攻擊南斯拉夫一事上，也出現

了這樣的說法。然而，這種說法忽略了德國歷史潛意識中對塞爾維亞的敵視。法

國、義大利民情對北約攻擊行動的相對冷淡，實因其與塞爾維亞的關係有截然不

同的歷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塞爾維亞與法國、義大利且係盟友）。德國

口稱要避免特殊之路，然而南斯拉夫問題幾乎是德國的特殊之路所激化的：前已

述及，避免南斯拉夫的分裂，才是合乎歐洲利益的。因此一開始，法國、英國、

美國都反對支持克羅埃西亞等的獨立運動，然而德國不顧法、英、美的反對，執

意承認由南斯拉夫分裂出來的國家（Lafontaine 1999: 246），逼使其他西方國

家不得不跟進承認。 

  因此，雖然我們不能完全否定北約攻擊南斯拉夫有維護（阿爾巴尼亞人的）

人權的用意，但此一事件文明衝突的成份，實大於普世人權的實踐， 

  

五、結語 

  

  全球化確實削弱了民族國家、改變了空間（概念）、複雜化了認同。全球化

消除了「遠方」，使各種事件都可跨國地進行，然而這種可稱之為「解空間化」

的力量，因其可使任何地方都不再「偏遠」，也使實體地方空間有可能在全球範

圍獲得資源，造成地方與社區的復興。「解空間化」使民族不再與固定疆域聯結，

但也正是「解空間化」，塑造了「來自遠方的民族主義」，支持著跨國民族社會

空間。即使是功能性的跨國社會空間－跨國性越來越真實的跨國集團，也仍未脫

離民族國家的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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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二次現代，（各種）全球視野、地方（社區）意識、民

族主義，可能兼容並蓄、可能激烈衝突。即使全球化程度最高的西方社會，也在

對南斯拉夫的攻擊行動中，暴露出對「普世人權」的帝國主義及文明中心主義的

濫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的第一次現代確實是解構了，第二次現代則尚未出

現理論上、實踐上清晰的架構。然而第二次現代未必就是永恆的、解構的後現代。

關於跨國民主政治、公民社會的努力若能成功，則第二次現代一方面將是包容的、

多元的，一方面也將是有結構、有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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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迫使國家或者必須屈服於全球資本主義，或者必須以「跨國政治架構」取代（或補充）傳

統的國家與國際架構，以使政治力能重新抗衡資本主義。關於「跨國政治」的問題，本文無法詳

述，僅在四－（二）略為提及，有興趣的讀者可參閱 Beck 1999: 144-150。 
[2] E. Alvater 及 B. Mahnkopf 如此形容全球化所帶來的時間和空間的轉變：「『時間緊密的地球』

（zeitkompakter Globus）形成了。如今，不同世界領域和不同意義的事件不再被定位於一個，而

是數個不同的時間軸。．．．從經濟上而言，地球不再是有著許多遠方國家的廣大世界，而是緊

密、狹小，包含著許多藉著通信技術連接在一起的（貨幣）市場。這是因為只需花些微成本就能

克服空間距離以及原本所需的時間支出，這些成本很少算一回事。」（Die globale Ökonomie am 

Ende des 20. Jahrhunderts, in: Widerspruch, 31, 16. Jg. 1996, S. 21f；轉引自 Beck 1999: 31） 
[3] 亦即無疆界、不受經濟以外力量束縛的市場，參閱 Bryan & Farrell 1997。 
[4] Jan Nederveen Pieterse 整理出五位重要學者對全球化開始年代的看法： 

  

學者對全球化的開始年代有非常不同的意見 

學 者 開始年代 主 題 

馬克斯 約 1500 現代資本主義 

華勒斯坦 約 1500 現代世界體系 

Robertson 約 1500, 1870-1920 包括多個面向 

吉登斯 約 1800 現代 

Tomlinson 約 1960 文化全球化 

Pieterse 1998: 91。 
[5] 當然，如果我們將全球化的開始年代定位於約 1500 年，則民族國家的形成與全球化的開始是

同步進行的事件，前者甚至可能是後者的結果，但在全球化的現階段，全球化反而削弱了民族國

家的實力（Pieterse 1998: 94）。然而筆者基於「疆界毀壞」的全球化定義，認為至少要到冷戰結

束以後，（成熟的）全球化才成形，而全球化的主要特徵之一即是民族國家的式微。 
[6] 傳統中國只有對華夏文化的認同以及政治上對朝代（最高統治家族）的效忠；由於國家的概

念尚未形成，最高權力的概念是歸屬於朝代或皇帝個人，朝代改變即被視為「變天」。中古歐洲

的認同對象是基督宗教和地方文化，一國之政權亦分散於諸封建領主手中。現代的民族國家要到

十五世紀末才逐漸在歐洲形成，其過程可參閱 Schulze 1999。 
[7] 「多中心世界政治」的論點係 James Rosenau（1990）所提出，這裡主要參考貝克的詮釋（Beck 

1999: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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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關於全球化使民族國家式微，參閱 Albrow 1998a; Beck 1999: 2-10 & 144; Fischer 1999; 

Habermas 1998。對於「解民族國家化」的各種反動方式，參閱 Zürn 1998。 
[9] 可參閱貝克對「世界『麥當勞化』」（亦即大一統的全球文化的形成）論點的反駁（Beck 1999: 

59-64），及 Robertson 對全球地方化和文化帝國主義論點的討論（Robertson 1998: 211-215）。

另可參閱 Smith 1990。 
[10] 在國家的模式中，則是公民間的關係直接由國家規範（Luhmann 1998: 365）。 
[11] 關於跨國民主，參閱 Beck 1998; Scharpf 1998; McGrew 1998。 
[12] 關於國家與公民社會，參閱 Giddens 1999: 79-110；Dettling 1998: 237-300。最近德國知識界

興起關於公民社會是否能取代國家（或公民社會與國家之互補關係）的討論，例如 1998 年，德

國黑森（Hessen）邦政府與「羅馬人山論壇」（RömerbergGespräche）召集了一場名為「國家的

終點－公民社會的起點：關於全球化時代社會民主的前途」研討會，見 Eichel/Hoffmann（ed.）

1999。 
[13] 關於跨國公民社會，參閱 Beck 1999: 90-119; Shaw 1998。 
[14] 在全球化以前的現代（傳統的現代；或如貝克所稱的「第一次現代」（Beck 1999: 12；第一

次現代之後則是「第二次現代」）），社會常被認知為某一民族國家的社會（日本社會、德國社

會）。貝克稱此為：「領土國家成了社會的貨櫃。」（Beck 1999: 90） 
[15] 當然，這並不是說實體空間、實體地方真地不重要了，而是說空間距離阻隔溝通的力量越來

越小。但實體地方仍是社會事件發生的主要場域，參閱 Kirby 1998。 
[16] 而且即使是最殘忍、最絕望的事件（戰爭中的屠殺、饑荒等），都可能成為文化工業刺激消

費者想像力的素材（Appadurai 1998: 22-23）。 
[17] 針對東亞金融危機，知名投資人 George Soros 呼籲建立適當的國際金融監督及管理機構，並

主張民主國家應彼此合作，建立全球性的開放社會，才能因應經濟全球化引起的問題（Soros 1998: 

175-193 & 213-239）。 
[18] 2000 年二月三日，由於獲悉 Mannesmann 大部份的小股東同意 Vodafone 交換股票的條件，

Mannesmann 管理階層被迫與 Vodafone 達成合併的協議，原 Mannesmann 集團的股東可持有合併

後的集團 49.5%的股份（較 Vodafone 最初的提議多了兩個百分點）。此一表面上「善意的兼併」，

由於 Mannesmann 管理階層未能爭取到 50%以上的持股比例，仍被德國輿論界視為德國管理階層

的重大措敗（Der Spiegel 2000 （6）），德國總理施洛德且宣佈成立委員會，調查是否有必要立

法限制敵意兼併（Spiegel Online 2000.02.07）。 
[19] 希特勒時代德國集中營內的屠殺，是戰後德國戰犯被定罪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其他西方國

家的人，甚至認為整個德國民族都應對此負責。因此，戰後德國人一方面深切反省；一方面在潛

意識中，想發現其他民族也會做這種事的證據，以使集中營不再只是德國獨有的烙印。在北約攻

擊南斯拉夫期間，一些德國政要喊出了「絕不讓 Auschwitz 再發生」的口號（Lafontaine 1999: 

248-249）。Auschwitz 是希特勒時代最有名的猶太人集中營。德國人喊出這樣的口號，表面上是

從德國本身的歷史教訓中，體會出集中營的慘絕人寰，因此絕不能讓集中營的悲劇在任何地方重

演。實際上，在潛意識中，是想向世人宣告：不是只有德國人才會設立集中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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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為德國前總理 Willy Brandt 總理辦公室主任 Horst Grabert 的說法，轉引自 Lafontaine 1999: 

40-41。由於北約的支持，克羅埃西亞贏得對塞爾維亞的戰爭，並將一共約 40 萬塞爾維亞人驅離

Krjina 及東斯拉沃尼亞（Ostslawonien）（Der Spiegel 1999（14）a）。 
[21] 波蘭外長 Bronislaw Geremek：「柏林圍牆的倒塌標識著波蘭的重返歐洲。」（Spiegel Online 

1999.11.8）他所謂的歐洲實指西方歐洲。 
[22] 二次大戰後由於德國為戰敗國，其國防、外交均受法律上或歷史經驗所產生的主觀禁忌的限

制。主權正常化則是要取消這些限制。 

 


